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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同创新是提高产业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医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3个层面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系统驱动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与条件组合，为具备不同资源条件的地区提供产生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路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高校专业基础构成了高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同时在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等效路经中均包含了产业技术创新这一核心条件；（2）存在4条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路径，本文归纳概括为产学协同共驱型、产业主导弥补型和官产学合作发展型3种驱动模式。其中产学协同共驱型驱动路径表明在产学基础较完备的情况下，辅之以积极的政府政策发布能够形成高创新绩效，而如果一定程度上缺乏政府经济支持，同样也能推动医药制造业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产业主导弥补型驱动路径表明强劲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稳固的高校专业基础能够弥补政府在经济支持与政策支撑方面表现欠缺，从而推动医药制造业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官产学合作发展型驱动路径表明不仅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而且政府经济支持有力、研究机构投入强劲、高校专业基础稳固，产业研发投入的欠缺并不影响医药制造业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本文从强化产教基础、构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激发产业内驱升级、促进三重螺旋创新协作4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建议将对策建议中的具体建议进行呈现说明，但具体请作者斟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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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This article takes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t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and condition combinations of the triple helix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driving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roviding a path reference for region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conditions to generate high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as follows: (1) Having a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core condition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equivalent path of generating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There are four paths to achieve high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as three driving models: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driving model, the industry-dominated complementary model and the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odel. Among them, the driving path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driving model indicates that, in the case of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y academia foundation, active government policy release can form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f there is a certain lack of government economic support, it can als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driving path of the industry-dominated complementary model indicates that strong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 solid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majors can compensate for the government's lack of economic and policy support, there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driving path of the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odel indicates that not only does it have strong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ut also strong government economic support, strong investment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table professional foundations in universities. The lack of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oes not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hig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uilding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stimula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y internal drive, and promoting triple helix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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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bookmark: _Hlk163069225]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展现科技实力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以工艺工程技术改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然而，在另一些产业领域，比如生物技术相关产业、制药业和有机化学工业等，尽管中国在政策、投资、研发等方面加大投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医药制造业等相关产业不仅是未来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焦点，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核心驱动力。因此，深入研究和推动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协同创新是提高产业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创新主体间突破壁垒，以资源整合、知识共享、风险分担和成果共享等方式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从而提高产业创新绩效。那么，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主体机构的深度融合如何影响产业创新绩效？各地区如何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实现不同路径选择下的高产业创新绩效？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从创新绩效测量指标（如 Kleinknecht等[1]、解学梅[2]、周才云等[3]的研究）、单一机构和产学研协同提高产业创新绩效（如王宛秋等[4]、肖振红等[5]的研究）等角度出发探讨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关注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组合效应下如何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鉴于此，本文借鉴三重螺旋理论，深入探究产业、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深入挖掘不同地区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案例，以期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bookmark: _Hlk187500532]1文献综述和模型构建
[bookmark: _Hlk163069882]1.1 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测量
[bookmark: _Hlk163069861]创新绩效是衡量企业创新活动效果及其效率的关键指标，其反映了创新主体在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进行创新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在创新绩效的测量上，学术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以形成统一的标准。众多学者在评估创新绩效时，倾向于采用多元化的指标体系。如李培楠等[6]以人才、资金、技术、政府等要素为创新系统来评价要素与绩效的关系。Hagedoorn等[7]则尝试简化指标，其认为在评估创新绩效时，尽管有多种可能的测量指标，但只需从中选择一项或几项关键指标，便能有效地衡量组织的创新绩效。马文聪等[8]对比了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研发投入和人员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孙慧等[9]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且政府补贴的促进效果更佳。
[bookmark: _Hlk165375849]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入推进，中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与投入力度日益增强，众多学者亦纷纷聚焦于产业创新绩效的多元影响因素。如周才云等[3]的研究揭示，财政科技投入、科技贷款以及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均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王宛秋等[4]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大基金在半导体企业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宛群超等[10]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科技人才的聚集有效促进了本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效率，而本地科技人才的过度集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关联地区的创新绩效。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从创新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关注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组合效应下如何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鉴于此，本文借鉴三重螺旋理论探讨创新主体协同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2 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系统模型构建

1.2.1 政府与创新绩效
[bookmark: _Hlk163070738]
政府通过经济支持和政策制定为产业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促进创新活动的成功实施并提高整体绩效。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贷款担保等经济支持方式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发布创新激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等政策，为企业研发明确方向、降低创新风险，同时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以提高产业创新绩效。
[bookmark: _Hlk165376041]政府经济支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政府经济支持的目标是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绩效，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是政府经济支持的主要手段。如刘栾云峤等[11]认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能够有效分散科技金融机构和科技金融市场种群的投资风险，为创新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从而缓解融资难题，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bookmark: _Hlk187500565]政府政策的发布是推动创新活动和提高创新绩效的关键手段[12]。这些政策可以涵盖多个领域，包括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如王成军等[13]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在“揭榜挂帅”科技项目管理机制中的重要引领作用。戴宏伟等[14]使用倍差法识别了产业政策退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认为产业政策的本质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因此产业政策的实施应是短期性而非持久性政策。

1.2.2产业与创新绩效
医药制造产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之一。医药制造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在推动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一方面，加大产业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推动技术创新进程，通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创新绩效的实质性提升；另一方面，产业技术创新业通过研发、技术升级和新产品开发等手段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
[bookmark: _Hlk187500885][bookmark: _Hlk187500874]产业研发投入旨在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和创造新价值。目前已有大量学者证实了产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递增过程，而是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动态特性。如Sharma[15]、Falk[16]的研究表明当期研发投入对产业上市公司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证实了研发投入在短期内的积极影响。然而，当考虑到研发投入的滞后期效应时，臧志彭等[17]研究发现，滞后期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系数为负的情况，这暗示了研发投入的长期影响可能并非始终积极。
产业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创新绩效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曹勇等[18]研究发现不同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大，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对医药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初始创新绩效效用相反。王才[19]基于全国范围内425份制造型企业的调研数据，进一步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组织韧性和竞争优势重构的正向影响。
1.2.3高校、研究机构与创新绩效
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创新的引擎，不仅孕育创新思维之人才，还产出知识与技术，为创新活动持续注入活力。一方面，研究机构投入为医药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研发支持。另一方面，高校的专业基础为医药制造业提供了人才和知识支撑。高校通过开设医药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了大量的医药领域专业人才。同时，高校作为医药领域新知识、新技术的策源地，通过与企业界的紧密合作与交流，将最新科研成果与技术应用于医药制造业中，有力推动了该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研究机构投入是创新绩效的催化剂，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科研活力，促进技术革新和成果转化，提升创新的效率和质量[20]。周恩德等[21]认为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经费支出与其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而研发人员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新型研发机构是科学研究与产业界迈过创新的“死亡之谷”的重要桥梁，研究机构投入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还能够通过知识溢出、人才培养等间接途径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22]。
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专业基础教育为学生构建了扎实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实践技能框架。王海花等[23]利用1985－2018年42所双一流高校申请的专利数据，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基础观，认为高校知识网络的多样性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赵立雨等[24]通过对高校有组织科研实践案例的分析，总结了基于行业特色高校及校企合作模式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途径，也即发挥学科优势、完善有组织科研管理制度和搭建校企科研平台等方式，促进高校有组织科研学科体系建设。
1.2.4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的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3个维度，考虑政府经济支持、政府政策支持、产业研发投入、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机构投入、高校专业基础等6个前因条件，探讨多个要素影响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bookmark: _Hlk187501008]图1 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系统驱动高产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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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设计
[bookmark: _Hlk172218073]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一种关注结果与其前因之间的复杂不对称关系的分析方法，其采用集合论与布尔代数的分析方式，从集合的角度考察条件与结果的关系，适用于探索引致特定结果发生的各前因条件的组合路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是QCA方法中的一种主流方法，突破了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只能处理二分变量的局限，允许校准后变量的取值在0到1之间连续变化。故本文采用fsQCA对医药制造业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进行探讨和分析。相较于现有研究使用传统定量研究方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测度与分析，选取fsQCA方法有以下3点优势：第一，协同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创新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对提高系统整体效益有重要作用[25]；第二，fsQCA考虑了实现中国医药制造业高水平创新绩效的多种组合方案，不同地区实现高水平创新绩效所采用的路径方式因主要关注的影响因素不同而不同；第三，考虑了相同条件变量在不同解决方案中的差异化作用。为此，fsQCA方法可以回答的关键问题在于哪些条件变量和其组合对导致结果的发生是必不可少的，以及哪些条件组合比其他的更重要。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187501095][bookmark: _Hlk187501126]本文以中国内地30个省份为样本（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故剔除），基于三重螺旋理论从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3个维度选取6个变量分析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系统对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考虑到医药制造业数据可获得性、创新绩效的滞后性，本文选取2021年的数据作为结果变量数据反映创新绩效水平，2020年的数据作为条件变量数据反映引致创新绩效变化的前因条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1年、2020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教育在线等，其中各地区制药业相关政策发布数量在北大法宝数据库的地方法规、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工作文件和地方司法文件等栏目中，以“医药制造业”和“医药产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统计；拥有医学类专业的高校数通过中国教育在线“医学”门类下的10个一级学科进行搜索统计，其中一级学科包括基础医学类、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医药类、中西医结合类、药学类、中药学类、发医药类、医学技术类。
  
2.3 变量测量

2.3.1 结果变量
[bookmark: _Hlk187501251]产业创新绩效。通过衡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可以了解企业在研发、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转化为实际的市场回报。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说明了企业能够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并在市场上获得认可。这体现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体现。本文参考吴菲菲等[26]，运用医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度量产业创新绩效。同时，考虑到产业创新绩效存在滞后效应，结果选择滞后一期，即2021年数据。

2.3.2 条件变量
（1）政府经济支持。政府资金是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政府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投入力度。此外，政府资金在R&D经费中的投入，往往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性。政府通过资助特定领域或行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促进产业的发展。本文参考蔡翔等[27]运用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占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比重度量政府经济支持。
[bookmark: _Hlk187501380][bookmark: _Hlk187501347]（2）政府政策发布。相关政策发布的数量直接反映了政府对医药制造业的关注度和主动干预程度。另外，相关政策发布的数量是一个相对客观且容易量化的指标。通过统计和比较各地区医药制造业相关政策的发布数量，可以直观地了解各地区政府在推动医药制造业发展方面的努力程度。本文参考鲁若愚等[28]运用各地区医药制造业相关政策发布的数量度量政府政策发布这一变量。
[bookmark: _Hlk187501454][bookmark: _Hlk187501638][bookmark: _Hlk187501547]（3）产业研发投入。产业整体的研发活跃度、研发广度与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强度，通过构建相对比例关系，有效消除了因研发投入总量差异带来的影响，使得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的产业和地区之间的研发投入情况更具可比性。本文参考薛楚江[29]等运用有R&D活动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占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比重度量产业研发投入。
（4）产业技术创新。经费支出作为量化指标，能够具体地衡量医药制造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力度。较高的支出通常意味着更强烈的创新意愿和更丰富的创新资源。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的持续投入是产业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参考吴菲菲等[26]运用医药制造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度量产业技术创新。
（5）研究机构投入。研究机构作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其投入程度对创新绩效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用研发机构经费支出与研发机构数的比值度量研究机构投入。这一比值能够显示每个研发机构平均获得的经费支持。较高的比值意味着该机构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活动，资金在研发机构之间的分配更加集中和有效。
[bookmark: _Hlk187501944]（6）高校专业基础。高校是科研活动的重要基地，医学类专业的高校往往也承担着医学相关的科研工作。这些高校是医学人才的摇篮，对于满足医疗行业的人才需求至关重要。因此，高校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该领域的科研实力和水平。本文运用拥有医学类专业的普通本科高校数度量高校专业基础。
本文的主要变量及其测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方式
	变量类型
	主体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变量单位

	结果变量
	医药制造业
	产业创新绩效
	performance
	ln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条件变量
	政府(G)
	政府经济支持
	GE
	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 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政府政策发布
	GP
	各地区制药业相关政策发布数量
	篇

	
	产业(I)
	产业研发投入
	IR
	有R&D活动的企业/企业总数
	

	
	
	
	
	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产业技术创新
	IT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亿元

	
	高校及研究机构(U)
	研究机构投入
	RI
	研发机构经费支出/研发机构数
	万元/百个

	
	
	高校专业基础
	UM
	拥有医学类专业的高校数
	个




2.4数据校准
使用fsQCA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集的过程称为数据校准。校准的方法分为直接校准法和间接校准法，这里依据变量描述性统计数据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另外，将各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的阈值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75%、50%、25%分位数，各变量的校准值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校准值结果
	变量
	校准阈值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产业创新绩效(performance)
	15.234
	14.211
	12.914

	政府经济支持(GE)
	4.241
	2.640
	1.811

	政府政策发布(GR)
	59.750
	36.000
	19.000

	产业研发投入(IR)
	60.932
	53.022
	43.574

	产业技术创新(IT)
	44.366
	18.274
	6.913

	研究机构投入(RI)
	21.810
	16.267
	10.088

	高校专业基础(UM)
	19.500
	12.000
	8.000



3实证分析


3.1 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是为了判断前因条件中是否存在单个导致产业高创新绩效或非高创新绩效的条件。本文采用fsQCA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必要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Fiss[30]的研究，一般认为，当一致性达到0.9时，该前因条件可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从表3可以看出对高产业创新绩效必要条件的分析中，高校专业基础（UM）的一致性为0.953 7，这说明高校专业基础（UM）构成了高产业创新绩效（performance）的必要条件；在对非高产业创新绩效必要条件分析中，非高产业技术创新（~IT）和高校专业基础（UM）一致性为0.948 6和0.951 4，故非高产业技术创新（~IT）和高校专业基础（UM）是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对于必要条件是否应该在真值分析时删除目前存在争议。本研究认为，一方面，必要条件只能保证其必要性但无法确定其充分性的检验；另一方面，若必要条件超过一个，则无法判断其在具体路径中的存在情况。因此，本研究在真值分析时仍纳入必要条件。另外，从导致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其他前因条件来看，政府经济支持（GE）、政府政策发布（GP）、产业研发投入（IR）、产业技术创新（IT）、研究机构投入（RI）中任意单一条件一致性都小于0.9，这意味着其余5个条件对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解释力都是比较弱的，为此需要进一步考察条件组态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3 fsQCA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结果
	前因条件
	performance
	~ performance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GE
	0.528 2
	0.557 1
	0.562 3
	0.533 7

	~GE
	0.557 9
	0.586 2
	0.533 4
	0.504 3

	GP
	0.706 8
	0.764 9
	0.403 9
	0.393 4

	~GP
	0.439 5
	0.450 3
	0.758 6
	0.699 5

	IR
	0.713 1
	0.751 7
	0.363 8
	0.345 1

	~IR
	0.378 7
	0.398 1
	0.738 2
	0.698 4

	IT
	0.839 1
	0.947 8
	0.198 4
	0.201 7

	~IT
	0.293 2
	0.289 0
	0.948 6
	0.841 4

	RI
	0.664 3
	0.684 7
	0.457 4
	0.424 3

	~RI
	0.441 4
	0.474 8
	0.660 1
	0.639 0

	UM
	0.953 7
	0.571 5
	0.951 4
	0.513 0

	~UM
	0.187 4
	0.810 9
	0.205 5
	0.800 0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3.2 条件组合充分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fsQCA3.0软件，对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影响条件组态进行了深入分析。为确保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参照杜运周等[31]的研究，设定案例频数阈值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为0.8，PRI一致性为0.75。在真值表分析的过程中，fsQCA软件会产生3种类型的解：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鉴于在必要条件分析中，本文认为必要条件应纳入真值分析过程，因此本研究在充分条件分析时主要依据中间解，同时辅以简约解，以避免必要条件对最终结果的潜在影响。
组态分析是对前因条件能否一直展现结果的考察，属于前因条件的充分性分析。根据上述对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解的分析，在政府经济支持、政府政策发布、产业研发投入、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机构投入和高校专业基础6个因素的复合作用下，高产业创新绩效呈现出4种驱动路径，即组态H1a、H1b、H2、H3，见表4。4种组态中，单个解（组态）或者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在0.8以上，特别是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达到0.982 8，远在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之上。总体解的覆盖度数值为0.723 9，表明这4种组态能解释72.39%的地区高产业创新绩效案例。

表4 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
	主体
	前因条件
	高产业创新绩效

	
	
	H1a
	H1b
	H2
	H3

	[bookmark: _Hlk119092053]政府(G)
	政府经济支持(GE)
	
	
	
	●

	
	政府政策发布(GR)
	
	●
	
	

	产业(I)
	产业研发投入(IR)
	●
	●
	
	

	
	产业技术创新(IT)
	●
	●
	●
	●

	高校和研究机构(U)
	研究机构投入(RI)
	
	
	
	●

	
	高校专业基础(UM)
	●
	●
	●
	●

	一致性
	0.973 1
	0.992 0
	0.981 1
	0.976 0

	原始覆盖度
	0.412 9
	0.476 3
	0.131 7
	0.180 5

	唯一覆盖度
	0.060 8
	0.146 3
	0.034 2
	0.096 9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23 9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82 8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既可出现也可不出现。下同。

本文将这4种组态归纳概括为3种实现高产业创新绩效的驱动模式：产学协同共驱型、产业主导弥补型和官产学合作发展型，下文将根据组态结果，对这3种驱动模式进行深度分析。
（1） 产学协同共驱型。产学协同共驱型对应的是组态为H1a和组态H1b。该类型包含的两条路径均是以产业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存在、产业研发投入和高校专业基础为边缘条件存在的组态。比较组态H1a和组态H1b发现，在产学基础较完备的情况下，辅之以积极的政府政策发布能够形成高创新绩效；而如果一定程度上缺乏政府经济支持，同样也能推动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因此本文将其命名为产学协同共驱型。属于产学协同共驱型的典型省份包括江苏、湖北、浙江、湖南、天津、上海、山东、广东、江西、安徽等，这些省份的分布特点是东部地区为主，中部地区为辅。
[bookmark: _Hlk187505193][bookmark: _Hlk187505114]以浙江省为例作以详细分析。浙江省作为东部地区医药制造业的代表性省份，其产业特色鲜明，主要以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为主导，奠定了全国化学药品原料药生产基地的地位，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化学药品制剂行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根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的《浙江省医药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0年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 150.71亿元、营业收入达到2 084.70亿元、利润总额373.45亿元，2016－2020年期间，5 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2.6%、12.0%和21.3%，呈现稳健的增长态势[32]。这充分展现了浙江省在医药创新领域的持续投入与高度重视。在企业实力方面，浙江省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医药企业，其中11家企业跻身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之列，5家企业成为浙江省“雄鹰行动”的培育对象，充分展现了其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和强大实力。此外，有50家医药企业在沪深股市成功上市，凸显了浙江省医药企业在资本运营和市场竞争力方面的卓越表现。在产业集聚方面，浙江省不断深化医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已建立多个医药产业平台和产业园区，如杭州钱塘新区、绍兴滨海新区的高端生物医药产业平台以及台州医药产业集聚区等，这些园区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促进了产业链的完善与升级。从科研创新层面来看，浙江省在医药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同样成果显著。全省范围内布局了基础研究平台、实验室以及多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如西湖大学、浙大医学中心、良渚实验室、西湖实验室等。这些机构与平台共同构成了浙江省医药创新的强大引擎，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展望未来，浙江省在医药产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优势、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源、布局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等战略举措。这些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浙江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提升其在全球医药市场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目前，浙江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与医药企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推动医药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浙江大学和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产学合作，共建浙江大学-齐鲁制药联合研究院；温州医科大学与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联合创新中心，开展产学合作项目；浙江中医药大学与方回春堂共同开展中医药领域的合作。
（2）产业主导弥补型。产业主导弥补型对应的是组态为H2。该路径是以产业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存在、高校专业基础为边缘条件存在的组态。也就是说，强劲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稳固的高校专业基础，能够弥补政府在经济支持与政策支撑方面表现欠缺，从而推动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因此本文将其命名为产业主导弥补型。属于产业主导弥补型的典型省份包括湖南、河南等。
[bookmark: _Hlk187505613][bookmark: _Hlk187505589]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生物医药产业作为省内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之一，近年来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湖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政策解读——湖南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2020年湖南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1 184.4亿元，同比增长10.5%，实现利润总额114亿元，同比增62.4%，增速均高于全省规模工业增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33]。精巧的产业布局是湖南省形成高产业技术创新、影响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基础。湖南省在生物医药产业布局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和特色化趋势，成功构建了四大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区，包括以长沙为核心的长株潭核心集聚区、岳阳为中心的环洞庭湖集聚区、衡阳为中心的湘中南医药带集聚区以及怀化为中心的大湘西中药谷集聚区，均各具特色，共同为湖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湖南的生物医药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长沙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吸引了多个重大项目落户，包括抗癌、心脑血管及皮肤病创新药原料药及部分制剂生产基地、海凭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等项目。这些项目的落地不仅为长沙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使得当年签约的生物医药项目总投资额超过百亿元，产业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这种区域化、特色化的产业布局策略，不仅有利于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为湖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空间支撑。未来，随着这些产业集聚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湖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有望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取得更加显著的成绩。
（3）官产学合作发展型。官产学合作发展型对应的是组态为H3。该路径是以产业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存在，政府经济支持、研究机构投入、高校专业基础为边缘条件存在的组态。可以看出，该组态在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层面表现较为均衡，不仅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而且政府经济支持有力、研究机构投入强劲、高校专业基础稳固，产业研发投入的欠缺并不影响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因此本文将其命名为官产学合作发展型。属于官产学合作发展型的典型省份包括北京、河北、四川等。
[bookmark: _Hlk187505887][bookmark: _Hlk187506528][bookmark: _Hlk187506693][bookmark: _Hlk187506683]以河北省为例，近年来该省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2019年11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旨在加强新药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奖励与补贴，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0年3月，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生物医药健康领域积极推进高技术产业化和应用示范项目，并对创新药和改良性新药研发给予奖励，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根据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报，2020年河北省实有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数量423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总数1 656家，显示出该省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的强劲发展势头[34]。全省药品生产企业形成了四大产业集群，分别位于石家庄高新区、沧州渤海新区、保定安国市、衡水冀州区，这些集群的形成有效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发展和资源共享。尤其是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作为京冀两地合作的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区，其独特的共建、共管、共享模式为国内首创。该园区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政策，该政策使北京市医药企业突破空间限制，得到新的发展机遇，成功在河北省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生产空间，并实现了更经济的生产成本。同时，该政策显著促进了河北省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引入大量符合GMP认证的生产线，显著提升了该省在医药制造领域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能力。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河北省医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还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河北省还积极与高校合作，通过订单式培养等方式为制药企业输送人才。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渤海校区、沧州交通学院等高校与制药企业的紧密合作，不仅为河北省医药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也带动了该省医药职业人才市场的繁荣，为医药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种高产业创新绩效的驱动模式对应的路径以及典型案例信息如表5所示。

表5 高产业创新绩效模式的路径视图、典型案例及路径解释
	模式
	路径视图
	典型案例
	路径解释

	产学协同共驱型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江苏、湖北、浙江、湖南、江西、天津、上海等
	在产学基础较完备的情况下，辅之以积极的政府政策发布能够形成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而如果一定程度上缺乏政府经济支持，同样也能推动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湖北、江西、安徽等
	

	产业主导弥补型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湖南、河南等
	强劲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稳固的高校专业基础，能够弥补政府在经济支持与政策支撑方面表现欠缺，从而推动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

	官产学合作发展型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
	河北、四川、北京等
	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层面表现较为均衡，不仅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而且政府经济支持有力、研究机构投入强劲、高校专业基础稳固，产业研发投入的欠缺并不影响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


注：黑色底纹框表示核心条件存在，灰色底纹框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虚线无底纹框表示边缘条件缺失，实线无底纹框框表示该条件既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3.3 稳定性检验
这里采用了调整一致性水平指标的方法对原有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75提升至0.80以观察这一变化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在调整阈值的同时，本文保持其他处理方式不变，以确保检验过程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通过这种方法期望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原有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为后续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基础。对三重螺旋协同创新驱动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A1、A2、A3为PRI一致性提升至0.80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驱动医药制造业产业高创新绩效的3条路径。可以发现PRI一致性为0.80时导致高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形式与原来PRI一致性为0.75时的组态形式是子集关系，且路径解的原始覆盖度和一致性参数没有变化。为此符合QCA结果稳健的标准，研究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请作者检查确认A1~A3分别指什么？在上下文中均未被提及，请补充相关说明，使得表述更加清晰】

表6提高PRI一致性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主体
	前因条件
	高产业创新绩效
PRI一致性为0.75
	高产业创新绩效
PRI一致性为0.80

	
	
	H1a
	H1b
	H2
	H3
	A1
	A2
	A3

	政府(G)
	政府经济支持(GE)
	
	
	
	●
	
	
	●

	
	政府政策发布(GR)
	
	●
	
	
	●
	
	

	产业
(I)
	产业研发投入(IR)
	●
	●
	
	
	●
	
	

	
	产业技术创新(IT)
	●
	●
	●
	●
	●
	●
	●

	高校和研究机构(U)
	研究机构投入(RI)
	
	
	
	●
	
	
	●

	
	高校专业基础(UM)
	●
	●
	●
	●
	●
	●
	●

	一致性
	0.973 1
	0.992 0
	0.981 1
	0.976 0
	0.992 0
	0.981 1
	0.976 0

	原始覆盖度
	0.412 9
	0.476 3
	0.131 7
	0.180 5
	0.476 3
	0.131 7
	0.180 5

	唯一覆盖度
	0.060 8
	0.146 3
	0.034 2
	0.096 9
	0.385 7
	0.082 3
	0.099 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23 9
	0.663 1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82 8
	0.993 4



4结语与讨论
4.1研究结论
医药制造业作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六大产业之一，承担着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与支撑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重任，如何通过协同创新促进医药制造业提高创新绩效是讨论产业发展涉及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20－2021年30个省为案例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方法，从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3个层面出发，分析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系统驱动产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与条件组合，为具备不同资源条件的地区提供产生高产业创新绩效的路径参考。
第一，具备高校专业基础构成了高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其他条件均不能单独构成必要条件。这说明在关注医药制造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高校的作用，地方不可忽视高校这一人才输送、知识密集的基地。产生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4条路径中均包含了产业技术创新这一核心条件，这说明医药制造业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在产学基础较完备的情况下，辅之以积极的政府政策发布能够形成高创新绩效；而如果一定程度上缺乏政府经济支持，同样也能推动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第三，强劲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稳固的高校专业基础，能够弥补政府在经济支持与政策支撑方面表现欠缺，从而推动医药制造业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第四，不仅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而且政府经济支持有力、研究机构投入强劲、高校专业基础稳固，产业研发投入的欠缺并不影响医药制造产业高创新绩效的形成。
4.2 对策建议
鉴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4点建议：第一，既要重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又要注重高校专业基础。医药制造业应持续增加对研发的投资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支持。地方高校应针对医药制造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教师，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第二，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应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打造产学融合创新平台。积极鼓励企业参与高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推动教育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对接，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平台。高校应根据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加强医学的建设和改革，从而提高学科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第三，注重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行业内部驱动力，促进知识溢出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往往伴随着知识的产生和溢出。当某个企业取得技术突破时，这些知识可能会溢出到其他企业或整个产业中，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这种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弥补政府在经济支持或政策支撑方面表现的不足，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创新和发展；第四，关注官产学三重螺旋创新协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政府、产业和大学都可以灵活成为医药制造行业中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每个机构范围在运行过程中除保持自身的特有作用外，还应起到其他机构范围的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如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引导和激励企业和大学加强合作，共同投入创新资源推动医药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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